
政治與法律

┌第三條道路┘，

還是共同的底線？

● 秦　暉

一　「粉紅色歐洲」
　　引起的思考

冷戰後時代，由於受蘇東式社會

主義名聲掃地的連累，也由於影響更

為深遠的後工業時代發達國家社會結

構與文化氛圍的變遷、藍領階層的萎

縮、傳統工人運動的退潮、左派原有

社會基礎的縮小等原因，西方社會民

主主義運動一度出現嚴重危機。各國

社會黨（社民黨、工黨）、工會和左翼

思想界在反思中進行了思想與價值取

向、綱領及策略上的全面調整。社會

黨國際中「社會自由主義」思潮的興

起，德國的「民主社會主義還是社會民

主主義」之爭和「紅綠聯盟」，英國的

「新工黨理念」，所謂「既非自由放任又

非福利國家」的「荷蘭模式」的出現，波

蘭的「社會民主主義還是人道的資本主

義」之爭和社民黨解散重建為民主左聯

黨、匈牙利和克羅地亞的「社會—自由

執政聯盟」等等，都反映了這種新潮

流。經過幾年調整後，社會民主主義

政黨或曰左派政黨又在全歐洲範圍內

崛起，無論西歐還是轉軌過程中的中

東歐，「左派」或「中左」政府也紛紛出

現。

「粉紅色」歐洲給全球思想界、包

括中國思想界造成巨大影響，人們要

問：它意味ã資本主義最後勝利的「歷

史終結論」宣告破產、新的「左派復興」

已經到來，還是意味ã「左派」已經繼

失去它的社會基礎之後又失去了它的

價值基礎，淪為一場競選技巧的展示

或「專業化競選運動」，「這場運動利用

了美國人開發的傳媒技術，成為一種

傳媒導向型政治」，這種「設計師社會

主義」更看重「個人形象、象徵舞台、

聲音感染力和視覺效果」，而不在乎

「爭論中的問題、論證方式、施政綱領

及競選承諾」？在我們這B，一些不求

甚解的趨時者已經面臨尷尬：他們剛

剛歡呼自由派的幻滅和「社會主義的復

興」，很快卻在科索沃事件之類的示例

中看到「粉紅色歐洲」遠比「白色歐洲」

更熱心於普遍人權原則，「新左派」遠

比「老右派」更堅持人道主義國際干

預，偏愛價值外交的社會黨人也往往

比偏愛利益外交的保守黨人更喜歡捍

s「世界性民主」，倒是更帶有商人氣

味的後者只要能賺錢，往往不在乎同

「極權主義」者做交易⋯⋯。看來，我

們這B的「左派」與他們那B的「左派」

的距離，有時比這B的「左派」與那B

冷戰後時代，經過幾

年調整後，社會民主

主義政黨又在全歐洲

範圍內崛起，給全球

思想界、包括中國思

想界造成巨大影響。

人們要問：它意味[

資本主義最後勝利的

「歷史終結論」宣告破

產，還是意味[「左

派」已經繼失去它的

社會基礎之後又失去

了它的價值基礎，淪

為一場競選技巧的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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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極右派（如法國的新納粹勒龐 [Jean-

Marie Le Pen]，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罕有的西歐支持者之一）的

距離都大。

那麼，那B的「新左派」到底甚麼

樣？有「新工黨理念」的教父、英國現

任工黨政府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

之精神導師之稱的當代歐洲著名新左

派思想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98年出版的《第三條道路：社會民

主主義的復興》（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可以給

我們一個清晰的輪廓。吉登斯現任著

名的倫敦經濟政治學院院長，在社會

學、政治學、人類學等領域寫過和

編過30多本書，是現今歐洲知識界有

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積極參與了

90年代的社會民主主義大論戰，著有

《超越左右派》（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現代

性的後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等書，而《第三條道路》1

堪稱這場論戰的總結性著作，代表了

論戰中的主流聲音。

應當說，「第三條道路」已經是個

被用濫了的名詞。早在二十世紀初社

會主義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它就成

為一些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都不滿

的人、常常是比這兩者都更「右」的勢

力的口號。20年代的法西斯運動就曾

打過這面旗子，希特勒當年曾宣稱要

搞一種超越於「盎格魯撒克遜式民主」

和「蘇維埃民主」的「日耳曼民主」，這

就是那種既不自由也無平等的「第三條

道路」之例。而在40-50年代，社會民

主主義本身曾被看作是介於資本主義

和蘇聯式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

路」，亦即美國式自由巿場經濟和蘇式

計劃經濟之間的「社會巿場經濟」，或

自由放任的「守夜人國家」與高度集權

的「全能國家」之間的民主福利國家。

50年代的社會黨國際曾高舉這面旗幟，

而自60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哥德斯

堡綱領》基礎上進一步自由化以後，「第

三條道路」便成了在福利國家道路上走

得更遠的一些社會黨（如瑞典社會民主

黨）和歐洲共產黨人中的改革派（如捷克

「布拉格之春」的理論家錫克 [Ota Šik]等

「巿場社會主義者」和西班牙、意大利

等西方國家共產黨為代表的「歐洲共產

主義」思潮）所爭奪的旗幟。一般說

來，這兩者的立場都比社會黨國際的

主流更「左」，而比蘇聯為首的「社會主

義大家庭」更自由化。因此，這個意義

上的「第三條道路」實際上是指社會黨

與共產黨之間的「第三種社會主義」。

二　四元分析中的
　「主義」流變

而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則完全

不同，它既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之間的「半社會主義」、也不是社會黨

與共產黨之間的「第三種社會主義」，

甚至還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與古典自由

主義（美國人所謂的保守主義）之間的

一種選擇。那麼它是甚麼呢？

確切地說，它實際上是社會民主

主義與歐洲保守主義（即托利主義）之

間的所謂「第三」選擇。以托利黨人和

英國的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

德國的俾斯麥（Otto Furst von Bismarck）

為代表的這種歐洲保守主義是一種源

自中世紀貴族傳統的、比平民自由主義

更右的價值取向。美國革命基本消除了

托利黨傳統的影響，如今作為古典自由

主義代名詞的「美國保守主義」與托利

主義毫不相干，但托利黨即後來的保守

黨一直是英國的兩大黨之一而且經常

執政，與托利黨類似的保守主義傳統

也一直是歐洲政治的重要因素。反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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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道路」已經是

個被用濫了的名詞。

而吉登斯的「第三條

道路」不是資本主義

與社會主義之間的

「半社會主義」、也不

是社會黨與共產黨之

間的「第三種社會主

義」，確切地說，它

實際上是社會民主主

義與歐洲保守主義

（即托利主義）之間的

所謂「第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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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黨（美國的共和民主兩黨都源自這一

支）即後來的自由黨在英國衰落了。

但作為政黨的自由黨雖然衰落，

它所體現的自由主義傳統卻逐漸「同

化」了其右邊的保守主義與左邊的社會

主義，使得先是保守黨、後是工黨都

出現了自由主義化進程。這種「自由主

義組織缺乏生命力，自由主義價值極

富生命力」的現象（不僅英國為然）很耐

人尋味。但這且按下不表。這B要說

的是：保守黨與工黨的自由主義化，

實際上就是兩黨都走上了「第三條道

路」，這條道路可能使保守黨或工黨擺

脫危機而獲得「復興」，然而這不是托

利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復興」，而只

是自由主義的發展（儘管這不意味ã自

由黨的發展，相反，由於它的價值觀

已經失去特色，其主張已為左右兩大

黨實現而使自己失去存在價值，因此

很可能進一步衰落）。

換言之，這種所謂「第三條道路」並

不是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道路，

而是社會主義與歐洲保守主義之間的

道路，也就是兩者都自由主義化了。

工黨的自由主義化並不始自布萊

爾與吉登斯，但布萊爾、吉登斯的「新

工黨理念」的確使這一進程邁進了一大

步。因此吉登斯這本書通常講的是「老

左派與保守主義」之間的新工黨。但由

於歷史上保守黨自由主義化先於工

黨，以致於保守主義有時成為自由主

義的同義詞，所以吉登斯有時也把自

己的新論擺在「老左派與自由主義之

間」。但必須指出，這B所謂「之間」並

不是等距的：

首先，吉登斯明確指出，這種選

擇不是在國家干預與巿場競爭兩者同

陷困境的背景下、而是在前者單方失

敗的背景下出現的，「隨ã社會主義作

為一種計劃經濟管制理論的衰亡，左

和右之間的主要分界線之一已經消

失。⋯⋯現在似乎再沒有人認為除了

資本主義我們還有別的甚麼選擇。剩

下來的問題是，應當在甚麼程度上以

及以甚麼方式來對資本主義進行管理

和規治」2。

其次，在集體主義還是個人主義

的問題上，吉登斯明確主張「新個人主

義」，而不是新集體主義，也不是半集

體主義半個人主義3。

第三，吉登斯指出自由主義的最

大內在矛盾是個人主義、自由選擇和

巿場邏輯的反傳統性質或「不斷革命」

性質與柏克（Edmund Burke）、哈耶克

（Friedrich A. von Hayek）強調傳統和連

續性的保守主義傾向之間的緊張4。而

吉登斯對此的主張是：在「家庭民主化」

和「世界性民主」的基礎上淡化「傳統家

庭」和「民族國家」，但在消解這些保守

主義所維護的傳統價值的同時，他卻沒

有提到要削減個人自由5。可見在個人

自由與服從傳統這對二元緊張關係

中，吉登斯明顯傾向於前者。換言之，

他實際上傾向一種比保守主義更徹底的

個人主義，亦即更徹底的自由主義！

因此吉登斯的主張實際上與其說

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毋寧說是

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由主義化。但從歷

史上看，吉登斯這種立場說奇怪也不

奇怪。正如書中提到的，自由巿場哲

學在十九世紀曾被視為左派觀點，而

與右派的「托利黨父權制社會主義」或

「普魯士式皇帝—國王的國家社會主

義」相對立6。以英國而論，從「光榮

革命」直到十九世紀末，政治上的兩黨

對立都表現為托利黨（保守黨）與輝格

黨（自由黨）的對立，亦即作為右派的

保守主義和作為左派的自由主義的對

立。只是到二十世紀初，社會民主主

義的工黨才崛起成為兩大黨之一，佔

據了左派主流的位置，而使自由黨淪

吉登斯明確指出，

「新工黨理念」的選擇

不是在國家干預與巿

場競爭兩者同陷困

境，而只是在前者單

方失敗的背景下出現

的。在集體主義還是

個人主義的問題上，

吉登斯明確主張「新

個人主義」；在個人

自由與服從傳統的二

元緊張關係中，吉登

斯明顯傾向於前者。

因此，吉登斯的主張

與其說是「社會民主

主義的復興」，毋寧

說是社會民主主義的

自由主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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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衰落了的中間黨。換句話說，自由

主義本來就是社會主義與保守主義之

間的中派而非右派，更早時它還是當

時的「左派」。因此作為今日左派的工

黨，其「中派化」也就是自由主義化，

亦即回歸上個世紀左派的自由主義面

貌，是很合乎邏輯的。

而從現實上看，歐洲社會主義

（即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也一向

有許多共同點。正如布倫德爾（John

Blundell）等人指出7：以國家干預還是

自由放任兩種選擇對應經濟與倫理—

意識形態兩大領域，英國（實際也是西

方）有四種社會政治態度：

「社會主義」、或者說是傳統西方

左派主張國家干預經濟（國有制、計劃

經濟等），而反對國家干預倫理，即主

張倫理上的個性解放，反對家庭束

縛、國家至上、民族主義、宗教責任

之類的倫理桎梏。從婚姻自主直到當

代的性自由、墮胎自由、同性戀權利

和「要做愛，不要作戰」的著名口號，

都反映了西方左派這一倫理取向。值

得一提的是：東方「左派」除了其早期

的「西化」啟蒙階段外，通常都缺欠這

一取向，他們的取向恰恰與下文講的

「威權主義」更類似。

「保守主義」則相反，主張國家干

預倫理（維護宗教責任、國家—民族至

上、傳統家庭、禁止墮胎與同性戀

等），而反對國家干預經濟，支持自由

競爭、巿場經濟與私有制。（作者按：

後一點實際上是保守主義「自由化」後

的產物，歷史上在迪斯累利、俾斯麥

的時代，保守主義在經濟上也有濃厚

的「托利黨父權制社會主義」色彩的。）

用吉登斯的話說：保守主義意味ã「一

方面鍾情於自由巿場，另一方面又寄

希望於傳統的家庭和民族」8。

「自由論者」（libertarian）在這兩個

領域都反對國家干預而支持個人自

由：它既主張經濟上的自由競爭，也

主張倫理上的個性解放。

而「威權主義者」則相反，在這兩

個領域都崇尚國家干預而反對個人自

由，即既主張經濟統制如「國家社會主

義」之類，也主張倫理統制如「三忠

於，四無限」之類。以上四種態度的邏

輯關係如下表：

倫理管制　+　經濟自由　　 「保守主義」

　　+　　　　　　+

經濟管制　+　倫理自由　　 「社會主義」

「威權主義」　 自由主義（「自由論者」）9

因此從邏輯上講，與「社會主義」

截然對立的只是「保守主義」，正如與

「威權主義」截然對立的只是「自由論

者」一樣。而社會主義的自由主義化

（放棄對經濟的國家干預）或威權主義

化（把國家干預擴大到倫理—意識形態

領域），以及保守主義的自由主義化

（放棄對倫理的國家干預）或威權主義

化（把國家干預擴大到經濟領域）在邏

輯上都是可能的。參見下表：

▼ ▼

「社會主義」

　　增加倫理管制 　 放棄經濟管制

「威權主義」 　「自由主義」

　　增加經濟管制　　 　放棄倫理管制

「保守主義」

▲

▲ ▲

▲

自由主義本來就是社

會主義與保守主義之

間的中派而非右派，

更早時它還是當時的

「左派」。因此作為今

日左派的工黨，其

「中派化」也就是自由

主義化，亦即回歸上

個世紀左派的自由主

義面貌，是很合乎邏

輯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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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主義已呈土崩瓦解之勢；社會黨人

逐漸放棄了經濟領域的國家干預主義

（如吉登斯所表明的），但保持了倫理

領域的個性解放主張；而保守黨人逐

漸放棄了倫理領域的國家干預主義（在

墮胎等問題上尤其明顯），但保持了經

濟領域的自由競爭主張。於是雙方都

與威權主義一刀兩斷，都轉到自由主

義方向來了。這當然未必能夠證明歷

史已經「終結」，但它的確反映了未來

一個時期的大趨勢：東歐西歐化，西

歐美國化，社會主義與保守主義都自

由主義化。英國保守黨越來越不像它

的前身托利黨，而越來越像美國的共

和黨。英國工黨也越來越不像一個社

會黨，而越來越像美國的民主黨了。

三　「激進的中間派」與
共同底線　　

顯然，無論從歷史淵源還是從現

實邏輯看，「新工黨理念」的形成都是

其來有自，把它簡單地說成實用主義

的選舉策略，並不能解釋這一切。當

然，實際上按他們的社會政治邏輯，

就算是迎合選民也沒有甚麼奇怪，更

沒有甚麼可恥。不考慮選民的意志，

難道要看皇上的臉色行事？對單個思

想家而言，固然應當既不媚上也不媚

眾而唯知愛智求真，可是作為一種社

會運動，它的興衰演變只能從社會學

的角度，而不能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解

釋。吉登斯雖然也是學者，但與馬爾

庫塞（Herbert Marcuse）、福柯（Michel

Foucault）這類象牙塔中人不同，作為

社會運動的理論發言人，他是不能只

按學術邏輯來寫作的。

當然，在自由主義化之餘，「社

會民主主義的復興」要求延續左派的社

會批判精神。吉登斯在此提出了許多

洞見，如他否定那種「中派即溫和派」

的常論，提出「激進的中左翼」論，如

下所言，這個見解對中國恐怕比對西

歐更有價值。他主張把「包下來」的福

利政策改為政府的人力資本投資，大

辦教育與培訓，實現「可能性」平等與

人的潛能開發，變福利國家為「社會投

資型國家」。他提出超越「大政府」「小

政府」的說法而建設功能改進的新型政

府。他關於公平認同比文化認同更重

要的觀點，等等。

這些觀點有的對我們富有啟示意

義。例如關於公平認同比文化認同更

重要的看法就是如此。眾所周知，歷

史上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普世主義傾向

就遠遠超過保守主義者。我們這B如

今廣泛流行的文化相對論、文化決定

論，與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普世價值

取向格格不入。如今社會民主主義的

自由主義化並沒有減弱其普世性質，

只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實質公平」在一

定程度上為自由主義的「形式公平」所

取代。正如吉登斯引述研究者的話

說：「支持社會公正的基礎是廣泛存在

的：這種支持既來自於保守的天主教

徒，也來自於東海岸的（新教）自由主

義者」。「人們對大多數人的公平感的

依賴程度遠遠超出多元文化主義者的

理解」bk。這就無怪乎在諸如科索沃這

類問題上，「粉紅色歐洲」會比保守主

義歐洲更熱心於「正義的干預」了。

再如針對那種把「第三條道路」理

解為中間道路、而中間派又被看成是

中庸調和的溫和傾向的傳統看法，吉

登斯特別強調「新工黨」仍將保持戰鬥

性。他指出當代歐洲社會黨討論的「活

躍的中間派」或者「激進的中間派」主

張，「這意味ã『中左』並不必然地與

『溫和的左派』是一回事」，「社會正義

和自由政治仍然是它的核心」bl。

80年代以來的實際情

況，是社會黨人和保

守黨人雙方都與威權

主義一刀兩斷，它反

映了未來一個時期的

大趨勢：東歐西歐

化，西歐美國化，社

會主義與保守主義都

自由主義化。當然，

在自由主義化之餘，

「社會民主主義的復

興」要求延續左派的

社會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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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社會政策層面「新工黨理

念」尚不知如何落實的情況下，吉登斯

的這些話並不能令英國人信服。但在

另外的社會背景下，「激進的中間派」

卻是邏輯的必然。尤其在那些前民主

狀態下的專制國家，無論自由主義還

是社會民主主義都意味ã這樣一種立

場：即「擁護那種可以反對的政府，而

反對那種只准擁護的政府」。這樣的立

場與西方式的當代左派堅決反對「可以

反對的政府」相比，以及與傳統右派保

皇黨人一味擁護「只准擁護的政府」相

比，無疑是典型的「中間派」立場。但

在與西方全然不同的前民主狀態下，

上述兩種所謂左、右派立場其實非常

接近——「擁護只准擁護的政府」與「反

對可以反對的政府」實際就是一回事。

而上述那種所謂的中間派立場（自由主

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共同立場）就顯得

十分激進了。——這是一種合理的激

進，一種現代化和民主進程所需要的

激進，它與那種藉口「實質平等」而摧

毀形式公正、打ã整體至上旗號剝奪

公民權利與個人自由的「激進」是根本

不同的。「社會正義和自由政治」的確

是這種「激進的中間派」理念之核心。

同樣，這種作為自由主義與社會

民主主義之共同底線的「激進的中間

派」立場，也根本不同於介乎自由主義

與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調和與中庸立

場。「激進的中間派」體現了作為現代

公民取向的自由主義者與社會民主主

義者共同反對前近代傳統與專制桎梏

的立場，沒有這種立場的「自由主義」

實際上是寡頭主義而非自由主義（連

「自由主義右派」也算不上），沒有這種

立場的「左派」實際上是警察民粹派而

非「新左派」（連「老左派」即古典社會民

主主義者也算不上）。因此我們說它是

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共同底

線」，而不是這兩個主義之間的「第三」

立場。這條共同的底線既然在兩個「主

義」反對專制的鬥爭中就已形成，當然

不能算吉登斯理論建設的成就。吉登

斯要找的的確是兩個主義之間的「第三

條道路」，但從《第三條道路》一書看

來，這條道路他還遠未找到。上文已

經指出，該書實際上體現的是社會民

主主義的自由主義化。吉登斯模糊了

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面貌（當然在這方

面他也不是始作俑者），卻沒有明確

「第三條道路」究竟何在。工黨的選民

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同仁有理由不

滿意他。但吉登斯決沒有模糊、而且

更突出了共同底線的「激進」立場，即

「社會正義和自由政治」的立場，對此

我們中國人卻有理由表示滿意。吉登

斯模糊了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

界限，卻沒有模糊、而且進一步劃清

了社會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威權主

義、民族主義等「東方左派」傳統病的

界限，而這個界限恰恰是許多「東方左

派」，包括那些熱心炒作吉登斯及這本

書、把「第三條道路」與「鞍鋼憲法」之

類的改革前舊體制混為一談的人所極

力混淆的。

實際上，共同底線的立場，亦即

反專制、爭自由的「激進中間派」立

場，在歷史上曾經是自由主義者與社

會民主主義者聯盟的基礎。用俄國社

會民主主義宗師普列漢諾夫（Georgi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的話說，

那時這兩者的關係是「分開走，一起

打」bm。當時的人們在為自由主義與社

會民主主義都主張的那些價值而奮

鬥，而抵抗那些兩者都反對的東西（專

制制度等）。至於自由主義者支持而社

會民主主義者反對的東西，以及自由

主義者反對而社會民主主義者支持的

東西，那時都尚未凸顯。

在那些前民主狀態下

的專制國家，無論自

由主義還是社會民主

主義都意味[這樣一

種立場：即「擁護那

種可以反對的政府，

而反對那種只准擁護

的政府」。沒有這種

立場的「自由主義」實

際上是寡頭主義，沒

有這種立場的「左派」

是警察民粹派。因

此，我們說它是自由

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

的「共同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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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線的要求成為現實、自由主義與社

會民主主義都反對的那些東西不復存

在後，兩個主義的對立才尖銳起來。

但即使在這時，由於共同底線包含的

基本價值認同仍然存在，自由主義與

社會民主主義的對立也並不是任何情

況下都居首位。甚至可以說在多數情

況下，保守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對

立（如以英國保守黨—工黨二元政治為

代表的多數西歐國家），以及自由主義

與威權主義的對立（如所謂冷戰）要突

出得多。這不僅有歷史原因，而且如

上節所說，也是邏輯使然。

如今在全球範圍內，至少在理論

上，這三種對立均已告一段落：自由

主義與威權主義的對立以冷戰結束、

威權主義崩潰告一段落。保守主義與

社會民主主義的對立以雙方都向「第

三」方轉向（即自由主義化）告一段落。

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對立則以

《第三條道路》為標誌，以後者向前者

靠攏告一段落，——如前所說，這不

僅與冷戰的結果，更重要的是與新產

業革命、與發達國家社會結構的演變

有關。總而言之，以上三種對立都是

以自由主義取得優勢而告一段落的。

除此以外，布倫德爾—格斯卓克

四元分析中邏輯上可能的其他三種對

立之告一段落就更早：保守主義的自

由主義化（以英國保守黨從迪斯累利到

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變化

為標誌）早在工黨的自由化之前已經完

成。保守主義的威權主義化（以從俾斯

麥到希特勒的演變為標誌）則早在社會

民主主義的威權主義化結果（從普列漢

諾夫到斯大林）崩潰之前已隨ã第二次

世界大戰結束而土崩瓦解。至於社會

民主主義與威權主義的對立，在1956-

89年間表現為前者逐漸佔據優勢，

1990年後則以社會民主主義「獲勝」後

自身又發生自由主義化而告終。

換言之，如今四元分析中可能存

在的所有對立似乎都已取得對自由主

義有利的結果。當今西方的兩黨政

治，不僅與前自由狀態、專制狀態下

的「階級鬥爭」完全不同，而且與本世

紀初的民主制下兩黨政治也很不一樣

了。用論者的話說，即使比英國工黨

更左的瑞典社會民主黨也懂得尊重國

王這樣的「保守象徵」，即使比英國保

守黨更右的西班牙人民黨也懂得尊重

工會這樣的「激進團體」。不僅「自由優

先於主義」早已是社會的共識，而且各

「主義」本身的制度內涵也已相當近似。

四　此「左」非彼「左」

然而，當西方公民社會具有實質

意義的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對

立在新的條件下已經淡化的時候，在

我們這樣的非公民社會和前自由秩序

下本應該是「分開走，一起打」的自由

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聯盟卻沒有出

現，反而是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

之爭愈演愈烈。這是很耐人尋味的。

其實在當今中國的社會現實與問

題情境中，不僅自由主義與吉登斯這

樣的「新左派」或「第三條道路」（如上文

所言，這實際上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

自由主義化）談不上有甚麼對立，就是

自由主義與古典社會民主主義「老左

派」（從恩格斯、普列漢諾夫直到社會

黨國際），至少在自由秩序建立前也談

不到對立的可能。如果說連當今的西

班牙人民黨也懂得尊重工會的話，當

今中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更是勞動者

結社自由權利的捍s者。如果說連當

年的普列漢諾夫也主張「『自由主義者

在我們這樣的非公民

社會和前自由秩序

下，本應該是「分開

走，一起打」的自由

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

之聯盟卻沒有出現，

反而是所謂「自由主

義與新左派」之爭愈

演愈烈。這是很耐人

尋味的。顯然，當今

中國的思想分化與當

代西方「自由主義同

新左派」之分歧全然

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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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於爭取』的『抽象權利』正是人民發展

所必需的條件」bn，當今中國真正的社

會民主主義者更不會在捍s普遍人權

方面有二話。

但問題在於：當今中國的思想分

化一方面並未擺脫威權主義與自由主

義對立的大格局，另一方面又在「斯托

雷平式改革綜合症」的背景下出現了寡

頭主義對自由主義（主要是經濟自由主

義）的歪曲和警察民粹主義對所謂「自

由左翼」思潮的控制。於是，從寡頭主

義立場對社會民主主義（乃至對自由主

義本身）的壓抑——那個公然宣傳剝奪

勞動者有理的「公益廣告」「只不過是從

頭再來」堪稱代表——以及警察民粹主

義對自由主義（乃至對社會民主主義本

身）的壓抑——那種呼喚改革前警察體

制的「再度文革」派堪稱代表——都發展

起來。而有趣的是：寡頭主義與警察

民粹主義之間卻基本沒有發生論戰。

顯然，這樣的思想分化與當代西

方「自由主義同（吉登斯式的）新左派」

之分歧全然不是一回事，甚至與當年

自由主義同社會黨人老左派的分歧也

不可同日而語。根本的區別在於：自

由主義與公民社會中的現代左派（無論

新老，而「新左派」尤然）是在上述共同

底線的基礎上展開分歧的，這個底線

就是對自由民主、個性解放、普世性

人權與形式公正的認同，用正統馬克

思主義的語言說，就是「資本主義」優

於「封建主義」，自由民主優於專制獨

裁，「抽象權利」優於沒有權利，「形式

公正」優於「超經濟強制」。用吉登斯的

話說，就是「自由巿場哲學」與「社會

（民主）主義」都有左派歷史淵源，都有

個性解放性質，都有反「傳統」的「不斷

革命」色彩。

而我們這B的寡頭主義與警察民

粹主義都違反了這一共同底線。相反

地，他們卻有ã另一個共同基礎：當

年那個以反自由的方式「化私為公」的

民粹主義權力，也就是今天以反民主

的方式「化公為私」的寡頭主義權力。

當年它可以對公民私有財產乃至一切

私生活領域實行「公共選擇」，如今它

又可以對公共經濟資源、公有資產和

其他公共領域大搞「雙方交易」。過去

那種「反競爭的偽公平」，與今天那種

「不公平的偽競爭」，不同樣是這個民

粹主義—寡頭主義基礎的產物嗎？這

一基礎過去並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

它比最「右」的自由主義（如前述的西班

牙人民黨，它至少還承認工人自組工

會的權利）離社會民主主義更遠。這一

基礎現在也不是自由主義的，它比最

「左」的社會民主主義（如前述的瑞典社

會民主黨，它至少承認言論自由）離自

由主義更遠。因而真正的社會民主主

義者不會以批判現實為理由讚揚過去

那種「反競爭的偽公平」，真正的自由

主義者也不會以反思過去為理由而認

可今天那種「不公平的偽競爭」。因此

我曾說：在今日中國（不是今日西方）

的條件下，只反對自由主義的人不是

社會民主主義者，只反對社會民主主

義的人也不是自由主義者。今日中國

的自由主義要與寡頭主義劃清界限，

而社會民主主義則要與民粹主義劃清

界限。如今中國的「問題」所呼喚的「主

義」，應當是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

的共同底線，也就是吉登斯所說的「激

進的中間派」立場。但在中國，這種立

場與其說是「第三條道路」，不如說是

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這兩條「道

路」的重合，而不是它們「之間」或「之

外」的另一條道路。

在如今的中國，在自由主義旗號

下主張寡頭主義的人是有的，而且似

乎還不少。但正是堅持共同底線的自

在我們這l，當年那

個以反自由的方式

「化私為公」的民粹主

義權力，也就是今天

以反民主的方式「化

公為私」的寡頭主義

權力。過去那種「反

競爭的偽公平」，與

今天那種「不公平的

偽競爭」，不同樣是

這個民粹主義—寡頭

主義基礎的產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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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最早最堅決的抨擊，他們主張公

正至上，反對原始積累與權貴私有化，

支持在「獲得正義、交易正義和矯正正

義」的基礎上公平競爭的巿場經濟，強

調通過民主化來解決產權改革中的「賣

方缺位」和「看守者交易」問題，以遏止

「掌勺者私佔大飯鍋」、「搶來本錢做買

賣」的行為，在起點公平與規則公平原

則下實現向巿場經濟的過渡。總而言

之，他們希望在民主條件下從起點平

等走向公平競爭，從「獲得的正義」走向

「交易的正義」，而反對在專制狀態下

從「權家通贏」走向「贏家通吃」，更不

希望看到改革進程陷入「不公平的偽競

爭」到「反競爭的偽公平」的惡性循環。

然而在另一方面，對那些在新左

派或「自由左翼」旗號下的警察民粹主

義，卻很少有人從社會民主主義立場

與之劃清界限。這說來也是有歷史原

因的：在中國近代史上，社會民主主

義傳統比自由主義傳統更稀缺。在民

國時期，社會民主訴求通常是由自由

主義者表達的（這種表達方式我們今天

未必能夠照搬bo，但這種精神是應當

發揚的）。而「左派」則具有淵源於中國

歷代「農民戰爭」和俄國民粹主義—斯

大林主義傳統雙重影響的強大的警察

民粹派傳統。這種傳統對於社會民主

思想的摧殘，可以說比任何「右派」都

厲害。只要想想斯大林當年關於社會

民主黨是「最危險的敵人」的話，和中

國「蘇區」大殺「社會民主黨」的大肅

反，就不難想見了。直到如今，缺少

社會民主主義成分仍然是中國「左派」

（包括所謂新左派或「自由左翼」在內）

的一大弊病。最近一些新左派學者很

推崇吉登斯式的西方「新左派」，包括

這本《第三條道路》，似乎這本書不是

為共同的底線、不是為自由主義化的

「新工黨理念」作論證，反而是為損害共

同的底線、既背離自由主義也背離社會

民主主義的警察民粹派「道路」立論的！

其實，不要說吉登斯式的「新」左

派，不要說比過去的工黨更自由主義

化的「第三條道路」。我們的「左派」只

要有一點社會民主意識，哪怕是「麥克

唐納社會主義」時代的工黨「老左派」，

哪怕是古典社會民主主義的「第一條道

路」，他們也就不會歌頌「文化大革

命」、人民公社、「鞍鋼憲法」之類的東

西，不會詛咒東歐的民主化，他們與

自由主義者的至少大部分爭論也就不

會發生了。

這樣看來，過去人們批評這些「中

國式的新左派」食洋不化、淮橘成枳，

並不完全貼切。如果他們真能食社會

民主主義之洋，得吉登斯式的新左派

之橘，也就很不錯了。最怕根本就是

魚目混珠、以北枳冒充「淮橘」啊。

五　更多的公民權利，
　更多的政府責任

《第三條道路》固然意味ã「新工

黨」的自由主義化，「社會主義」、「保

守主義」、「威權主義」與「自由主義」的

四元分析中邏輯上可能的六種對立如

今也全都向有利於自由主義的方向發

展。但這並不意味ã「歷史的終結」，

並不意味ã自由主義再不會遇到嚴峻

挑戰，也並不意味ã社會民主主義從

此被同化而不復存在。

人性中有為「安全」而犧牲自由、

接受束縛以換取保護的一面，冷戰後

的世界並沒有消除不安全現象，因而

也就不能消除人們「逃避自由」的可能。

在很長時間內，結果平等的「理

想社會」一直是西方左派抨擊巿場競爭

直到如今，缺少社會

民主主義成分仍然是

中國「左派」（包括所

謂新左派或「自由左

翼」在內）的一大弊

病。其實，我們的

「左派」只要有一點社

會民主意識，他們與

自由主義者的至少大

部分爭論就不會發生

了。如果他們真能食

社會民主主義之洋，

得吉登斯式的新左派

之橘，也就很不錯

了。最怕根本就是魚

目混珠、以北枳冒充

「淮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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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不公正的主要理由。近年來隨ã

現實社會主義的失敗，這種抨擊已失

去勢頭。取而代之的是從要求公平競

爭的角度批判資本主義：其一是認為

自由競爭的結果會產生自然壟斷，反

過來妨礙了公平競爭，極而言之如布

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甚至說資本

主義是反巿場經濟的。其二是批評自

由競爭導致「贏者通吃」，而贏者多吃

還說得過去，「贏者通吃」就不合理

了。因此要求修改一下規則，使輸

者也能有點吃的（即最低保障），哪怕

比贏者吃得少。其三是「過程公正」是

否經得起追溯？傳統私有制下的「持有

鏈條」已歷時千百年，誰敢說其中的每

個環節都符合諾齊克（Robert Nozick）

講的「獲得正義」與「交易正義」？尤其

是如何認定「最初獲得」的正義？而「矯

正的正義」又如何把握？

應當說，這幾種追問不是沒有道

理的，所以儘管歷來的追問者並沒有

能提供可行的解決辦法（因此古典自由

主義並沒有被駁倒），但這些追問永遠

會存在（因此社會民主主義並沒有被駁

倒）。

當代西方的左派運動或曰社會民

主主義運動處在一個反思時期，吉登

斯所代表的自由主義化並非唯一的探

索。由於自由秩序、巿場經濟、民主

國家與全球化並不是甚麼完美的東

西，這些進程也就不可能「終結」歷史，

不可能結束西方社會的左派運動與批

判思潮。吉登斯書中的「福利社會」設

想、「教育與培訓」口號、「社會投資型

國家」的說法，以及他關於「家庭民

主」、「世界性民主」、「全球公民社會」

的主張，也反映「新工黨」在自由主義化

的同時仍努力保持左派的批判傳統。

但應當指出，這些見解離形成不

同於「老左派」和「新右派」的「第三條道

路」還差得很遠。近幾年來，所謂「既

非福利國家，也非自由放任」的「荷蘭

模式」曾經受到廣泛注意，很多社會民

主黨人把它視為能夠擺脫福利國家困

境的新的「中左」選擇。但吉登斯自己

對「荷蘭模式」的缺陷所作的分析bp表

明，歐洲社會黨人如今儘管又贏得了

選票，但他們的新模式還遠未形成。

而且就算形成了，那也是針對他們的

問題而指出的「道路」，未見得適合於

我們。如今布萊爾宣稱他的「第三條道

路」是「既非福利國家，也非自由放

任」，那是因為他們的福利國家與自由

放任都曾經太多。而我們這個絕大多

數人口（農民）毫無社會保障、同時也

很少有自由（看看到處「清理農民工」的

情形！）的國度，難道不應該走上一條

「更多的福利國家，更多的自由放任」

之路嗎？所以布萊爾、吉登斯的探索

雖然可貴，但我們也不能照搬。

在西方傳統中，古典自由主義者

主張「小國家，大社會」，而社會民主

主義者傳統上比較強調民主國家社

會保障責任的重要性。但後者決不意

味ã國家（政府）權力不受制約。相

反，無論是馬克思一系還是拉薩爾

（Ferdinand Lassalle）一系的社會民主主

義傳統上都是疑懼國家權力的，而且

都以國家權力消亡為理想bq。自由主

義的「小國家」是就國家權力而言，社

會民主主義的「大國家」卻是就國家責

任而言。從形式邏輯上講兩者並不直

接對立。但在民主法治社會B，國家

權力與國家責任是在社會契約的基礎

上相一致的，公民們希望政府承擔多

少責任，就得賦予它多少權力。權力

小的政府責任也小，責任大的政府自

然也要有大的權力。於是自由主義的

「小國家」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大國家」

便構成了對立。

如今布萊爾宣稱他的

「第三條道路」是「既

非福利國家，也非自

由放任」，那是因為

他們的福利國家與自

由放任都曾經太多。

而我們這個絕大多數

人口（農民）毫無社會

保障、同時也很少有

自由的國度，難道不

應該走上一條「更多

的福利國家，更多的

自由放任」之路嗎？



116 政治與法律 但在非民主法治社會B，統治權

力並非經由被統治者授予。在沒有社

會契約、國家權力與責任不相一致的

情況下，這兩者就未必是對立的了。

如果國家權力太大而責任太小，那麼

要求限制國家權力的「自由主義」主張

和要求國家承擔更大責任的「社會民主

主義」主張就可以同時成立。反過來亦

然。

一些轉軌中的東歐國家在激進民

主化變革中國家權力急劇收縮，而國

家從社會主義時代延續下來的社會福

利責任卻沒有減少，結果就出現了自

由派上台反而忙於強化政府權力（例如

俄國的普京 [Vladmir Putin] ），左派上

台反而忙於大砍國家福利（例如匈牙利

的「博克洛什緊縮綱領」）的現象。這倒

的確應了「既非福利國家，也非自由放

任」那句話了。

中國恰恰相反，一方面改革20年

來政治權力不受制約的狀況並無根本

改變，另一方面甚至在改革前舊體制

下社會福利水平就很低，國家對絕大

多數國民（農民）完全不承擔社會保障

責任，卻行使ã嚴密的權力，把他們

置於空前嚴格的身份制束縛下，在這

兩個方面都為即使同類制度國家也僅

見的。因此簡單地說中國的國家機器

「太大」未必確切，實際上是這個機器

的權力太大（因此公民自由不足），而

責任又太小（因此社會保障不足）。在

這種情況下，限制國家權力的自由主

義訴求與擴大國家社會責任的社會民

主主義訴求難道會有甚麼矛盾？或許

對巿民而言有些許矛盾，對農民來說

則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我們一些有新左派傾向的學

者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們在權力問題

上持強烈的國家主義立場，念念不忘

擴大國家的「汲取能力」，在責任問題

上卻十分「自由主義」，要求讓政府卸

除社會保障的責任，以發展社區服務

和其他志願工作來取而代之。這無疑

是一種極具「中國特色」的立場。

我認為社區服務之類領域當然應

該大發展，就像非國有經濟也應當大

發展一樣。但這不應當成為免除政府

責任的理由。我國與西方國家不同，

不僅巿場機制遠遠談不上發展過份，

社會保障、包括應由國家承擔的社會

保障也遠遠談不上發達br。僅就佔人

口80%之多的「農民」（不光是種田人）

而言，他們之缺乏競爭自由、公民權

利和缺乏社會保障都同樣驚人。尤其

在我國計劃經濟時代勞動者創造的社

會保障積累已構成國有資本一部分、

而國家又沒有通過證券分配之類方式

還資於民的情況下，卸除政府的保障

責任無異於對勞動者的剝奪。所以我

認為在當下的中國片面強調「巿場失

靈」和「政府失靈」可能有副作用。當前

中國實際上是在「規範競爭的巿場有

效」、「民主福利國家有效」的目標下發

展的。這不僅不同於發達國家，也不

同於傳統私有制下的發展中國家（他們

沒有歷史上國有資本項下包含公益積

累的問題），甚至也不同於其他多數轉

軌中國家（他們不僅在舊體制下社會福

利遠比我們發達，而且轉軌後多已通

過還資於民交出了公益積累）。在這種

情況下，「多一點國家責任」的社會民

主立場和「多一點公民權利」的自由主

義立場是互補的，而決不是互斥的。

相反地，美國總統里根（Ronald Reagan）

曾抱怨說：「我們已經讓政府承擔了本

應由志願者承擔的那些職能」，在美國

他這樣說是基於自由主義立場。但在

中國的現狀下這樣說，恐怕就有違自

由主義（更不用說社會民主主義）立場

了。

簡單地說中國的國家

機器「太大」未必確

切，實際上是這個機

器的權力太大（因此

公民自由不足），而

責任又太小（因此社

會保障不足）。在這

種情況下，「多一點

國家責任」的社會民

主立場和「多一點公

民權利」的自由主義

立場是互補的，而決

不是互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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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條道路》中，「新工黨」吉

登斯對「保守主義者」里根的這句話甚

為讚賞bs，這是當今西方社會民主主

義者與自由主義者在「既非福利國家，

也非自由放任」的前提下達成的共識。

而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與自由主義

者則恐怕要在「多一點福利國家，多一

點自由放任」，亦即「多一點政府責任，

少一點政府權力」的前提下達成共識。

吉登斯關於以「社會投資型國家」取代

傳統福利國家的理念中賦予「第三部

門」（以志願型公益為基礎的非政府組

織或非營利組織）以極重要的地位，這

對於我們是極富啟發意義的。但西方

的「第三部門」主要任務在於分擔政府責

任（以志願方式提供原來由政府權力提

供的公共物品）而不在於限制政府權

力。而中國的「第三部門」當然應該積極

地負起自己的責任，卻未必需要——

更重要的是也沒有這個能力——替代

政府的責任，相反，恰恰是限制政府

權力不僅應當成為中國第三部門的任

務，而且它實在是中國第三部門得以

存在、更不用說得以發展的前提。

總之，人家的問題是：自由主義

（實際上應該說是保守主義）已經不

行，社會民主主義也已經不行，於是

要尋找「第三條道路」。而我們的問題

是：自由主義也行，社會民主主義也

行，首先應當實現兩者的共同底線。

而最可怕的，莫過於走上一條既沒有

自由、也沒有社會民主的所謂第三條

道路，就像當年希特勒搞的那種所謂

超越於「盎格魯撒克遜式民主」和「蘇

維埃民主」的「日耳曼民主」那樣。這

B我要指出：最近《天涯》雜誌發表了

我的《田園詩與狂想曲》一書韓文版

序，這篇文章原題就是：〈自由主義

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共同底線〉。編輯

部沒有改動文章內容，但卻未經我同

意把題目改為「我的第三條道路」。這

個題目雖然醒目，但與文章內容有矛

盾，是不合適的。借這個場合我要澄

清這一點。

註釋
1　安東尼．吉登斯著，鄭戈譯：

《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

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三聯

書店，2000）。

234568bkblbpbs　同上，頁46；

36-39；6、16；92-101、143-47；

40-41；16；112、138；48；127-

28；116。

7　John Blundel l  and Brian

Gosschalk, Beyond Left and Right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97).

9　「自由論者」（libertarian）與「自由

主義者」（liberalist）含意本有微妙區

別，但在布倫德—爾格斯卓克四元

分析中並無liberalist的位置。實際上

他們是把「自由論者」與「保守主義者」

都視為廣義的liberalist，但前者無疑

是最典型的liberalist。

bm　《分開走，一起打》，見《普列漢

諾夫全集》（俄文），第十三卷（莫斯

科，1956），頁188-97。

bn　普列漢諾夫著，劉若水譯：《我們

的意見分歧》（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5），頁77。

bo　參見〈中國當代自由主義的理論商

榷〉，見拙著：《問題與主義》（長春：

長春出版社，2000），頁116-34。

bq　後來出現的「專政」現象當然不能

說與馬克思理論的缺陷無關，但更

主要的是俄國民粹主義傳統的發

展。見金雁：〈論警察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新論之一〉，《世紀中國》

（www.csdn.net.cn/page/china/

index.htm），2000年9月7日。

br　因國家不能保障已經承諾的「義

務教育」而出現的「希望工程」就是一

個例子。

秦　暉　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總之，人家的問題

是：自由主義已經不

行，社會民主主義也

已經不行，於是要尋

找「第三條道路」。而

我們的問題是：自由

主義也行，社會民主

主義也行，首先應當

實現兩者的共同底

線。而最可怕的，莫

過於走上一條既沒有

自由、也沒有社會民

主的所謂第三條道

路。


